重表现理想生活及扬善方面，同时对于成仁之故事，亦应避免，而应以成功之英雄事迹为剧本之材料，以增人民对本党主义之信心与抗战之意志”，凡“暴露社会罪恶”的剧本，则一律“不予通过”。“一般剧本作者应循此原则从事写作，必要时本部可设置奖金，征求优良剧本”。[i]1942年9月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文化运动委员会主任张道藩发表《我们所需要的文艺政策》，提出“六不”、“五要”，重点是要求文艺创作不专写社会黑暗，不带悲观色彩。显然，后来的剧审、评奖，以及这些剧本入选“优良剧本”，都是依此行事的。国民党利用剧审和评奖这两手策略，缩小了话剧创作的题材范围，限制了作家的思考，直接导致了抗战最后两年大批剧作构思雷同，人物概念化的后果。
如果不去迎合官方，就只好选择媚俗。“剧团有时为演出成本，不得不迎合观众胃口”。[ii]其实，俗并不是什么坏事，在一定意义上说，俗意味着平民化，总比御用文艺好些。但是，俗可通而不能媚，媚即意味着失去自我而甘为奴才。[iii]媚俗也得通过剧审，故媚俗又常与迎合为伍，往往是“官”冕堂皇，其俗在骨，在标榜气节，表现抗战的华衣下，难免露出一脸的俗相来。典型者如陈铨的《野玫瑰》、《蓝蝴蝶》、《金指环》、《无情女》之类间谍加色情，或猎奇加肉麻的戏，一演再演大行其道就不用说了，还有《重庆屋檐下》、《密支那风云》、《黄金潮》（皆徐昌霖）和从上海流入的改译剧《喜相逢》（李健吾）、《有凤来仪》（石华父）等，或者以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小骂大帮忙”换取准演证，或者以浅薄庸俗的噱头、闹剧以及平剧、杂耍、戏中戏的穿插，搏取观众之一笑。无怪乎陈白尘惊呼，“新的‘文明戏’行将临盆了！”[iv] 陈白尘所谓“新的文明戏”并非单指创作取向或剧目选择，而是包括整个舞台艺术在内的。
打游击是混乱的艺术市场上生长起的一片杂草，到处疯长却不结果实。因为它没有演员，没有编剧，没有导演，没有剧务，没有道具和装置，没有确切的落脚点，也就没有根。一切都靠拼凑，排演很少，有时主演忙于其它演出不能到场而由别人代排，甚至未经排练就“场上见”了，所以根本谈不到艺术上的统一和完整。1943——44剧季，杨村彬在成都组织打游击演出，先排《岳飞》一周，演了三天，即因为花柳病医生募捐问题，内外交困而停演。三天后换演《清宫外史》(杨村彬)，原班人马走掉一半，只好胡乱凑了几个人，无一次整排即开演。“上演三日，更动之角色，弄不清是怎么回事”，“连上下场时间，也莫明其妙”，做效果的更不知何处有锣鼓，敲起来让人糊涂，“后来把该剧在成都第一次演出时的剧务找来，才勉强开幕”。[v]类似的粗制滥造情形在打游击演出中司空见惯，不足为怪，而象中艺那样正正经经的排戏演戏倒成反常了。
胸无大志，临时凑合的打游击演出，不可能创造出高水平的舞台艺术，而正规剧团却因主要演职员纷纷走穴降低了演剧水准。就象传染病毒一样，打游击迅速地侵蚀和瓦解着话剧健康成长的机体，悄然改变着它的品质。我特别注意到当时有些评论常常把打游击和30多年前的文明戏相提并论，譬如说到上述《清宫外史》的演出质量太差，原因之一就是演员缺乏“文明戏的经验”[vi]。由此可见，当时话剧的舞台艺术确实已经降到了近乎文明戏的水平，世人已经在用文明戏的标准打量它了。
国民党在大陆执政时期，中国话剧的发展轨迹形似一个马鞍，出现过两次高潮。一次在1935——37年间，国内政局趋缓，民族认同走强，国民经济有较大发展，城市文化繁荣，话剧的创作和演出都达到了战前的最高水平。另一次则出现在1941年中——43年中这个政局有所缓和，经济压迫未臻极点，战局也比较稳定的时段内。以后国统区经济严重恶化，政治压迫日深，话剧总体水平便迅速降到战前以下。当然，不排除以后仍有个别演出保持着相当的水准。但这已经是强弩之未，不成阵势了。这里，我们应该说到潘孑农的见解。因为他战前曾与曹剑平、卜少夫组织《开展》（1930年8月创刊）社，鼓吹“民族主义文艺”，在国民党内算得上是一个比较明白的批评家。他认为演剧职业化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经济欠发达和市场不规范，会把话剧引向邪路。这是他比其它国民党人聪明的地方。但是，他把话剧品质全面退化的原因，主要归之于演剧的职业化却不符合事实。因为职业化演剧是一柄双刃剑，既能使戏剧滑入媚俗，也能使戏剧走向通俗。如果没有演剧职业化运动的推动，中国话剧的两度创作和演出高潮将是不可思议也无法解释的。当然，演剧质量下降问题，也不可能象潘孑农所说的那样，靠着“严格按商业原则来健全职业剧团的组织，……提高我们的商品价格，争取合法权利”[vii]就能最终解决。至于他表示，对那些与抗战无关的剧本，“我们是彻头彻尾地同意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的主张，应该予以严格的制止”，[viii]则又是完全站在国民党的政治立场上说话了。因为，抗战后期的创作繁荣正是从破除“抗战八股”，面向普通市民生活开始的。而国民党倒是常常以“抗战”为名，随意刁难作家，封杀剧作，《雷雨》、《风雪夜归人》等大批优秀剧作即曾因“非抗战时期所需要”被禁演过。国民党确实在抗战，但更希望通过包办抗战，排斥异己，强制认同，这也正是张道藩等狂捧《野玫瑰》而大骂《屈原》的根本原因。
真正应该对抗战后期话剧品质退化负责的是国民党的话剧政策。作为一种舶来的艺术样式，话剧需要跟中国本土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条件反复碰撞磨合，逐步化解移植与生成，教化与娱乐，主体建设与市场培育等一系列与生俱来的矛盾，才能成为新兴的现代民族艺术。而国民党推行的话剧政策非但无助于问题的合理解决，反而肆意激化和扩大了这些矛盾。正是国民党的话剧政策与中国话剧发展的客观规律之间的张力造成了这种历史的大倒退。一端的败坏同时意味着另一端的瓦解，结果只能是两败俱伤。国民党非但没有达到党化话剧的目的，反而将其逼上了更加庸俗化的道路。实践充分证明了国民党话剧政策的失败，这也许是大大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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